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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发展述论

邬 蓉 华

内容摘要 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源于东部,抗战之前一直以沿海沿江地区较为发

达。抗战军兴后,由于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和文教重心的西移,国 民政府、职教人士及教

育、实业界均致力于发展大后方职业教育事业,遂使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从规模到内容

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在 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和深思的一笔。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大后方 职业教育

抗日战争前,我国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省区均在沿海沿江一带,西北、西南地区的职业教育

基础则十分薄弱。抗战军兴后,随着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和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职业教育在大后

方曾一度蓬勃发展,形成我国职教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本文试就抗战时期国统区职业教育

的发展原因、概况、意义及其局限作简要述评,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在抗战以前,因地方偏僻、交通梗塞,又迭受军阀割据各 自为政之害,西南、西北各省基础教

育十分落后,职业教育更为逊色。请看抗战前几年的一项统计 :

(资料来源:《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19“ 年开明书店印行,第 1zl页 、113页 。)

由表可知,一方面,当时东西部职业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江苏、浙江等省各有职业学校近⒛

所,而贵州、宁夏等省竟无设置。从学生数目来看,江苏等省的学生数是甘肃等省的十几倍 ;在教

育经费方面,甘肃等省更是远不及沿海各省。另一方面,西部各省之间,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存在

表 1 19s4年各省市职业学校数及学生数统计表

江苏 浙江 江西 姑丹北 四川 贵州 云南 宁夏 甘肃

数
)

校
所

学
( 19 17 13 4 17 0 4 0 2

学生数
(个 )

2606 2140 1675 693 2348 0 888 0 154

教育经费
(元 )

391256 313135 342845 181963 230093 0 71294 0 3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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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其时西部职业学校多集中在四川、湖北,教育经费的重点也在川、鄂两省,而贵州、甘

肃、广西、宁夏等省无论校数、学生和经费都是十分有限的。

正是抗战给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事业带来了发展契机。随着战争初期的失利,中 国东部沿

海沿江的大部分领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政令所及与坚持抗战全赖川、康、陕、甘、宁、青、新、黔、

桂等后方省区的形势,西部地区战略地位骤然上升。而开发大后方资源所亟需的各级技术人才

当时又极其匮乏。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欠发达,职业学校在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历来占重点地位。

然而大后方落后的职业教育基础,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无法支撑抗战局面的。因为
“
供求

相差甚巨
”㈦。鉴此,执掌政柄的国民党在其五届六次中委会议上作出决议 :“ 目前职业教育之

设置,尤应根据各种事业需要,加紧推进,务造就大量的专门人才。
”[2]19ss年 3月 ,国 民党临时

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再次强调 :“ 训练各种专门技术入员,以 应抗战需

要。
”[3]把职业教育放到很突出的位置。在随后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更进一

步规定 :“ 为谋行政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之沟通与合作,尽量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使各级干部均有充

分之供给,俾生产机构早日完成。
”[4]

遵循上述方针,国 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办法和措施。

(一)厘定
“
国立职业学校

”
制度

民国以来,职业学校的设置都是
“
以地方设置为原则

”[5]。
但因职业科 目种类繁多复杂,地

方的财力又属有限,遂致教育设备落后,师资延扰,杂乱无章,举步维艰。在抗战这一特殊的环境

下,新的困扰不断发展。如许多职教科目,象护士、助产士、土木工程等或许并非地方的迫切需

要'而就整个国家的抗战而言,则这类人才非设法储备不可。有鉴于此,国 民政府始创若干国立

职业学校。到抗战结束时,共有
“
国立四川造纸印刷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国立歌剧学校、国

立高级机械学校等共 14所
”[6]。 19ss年 2月 ,教育部颁发《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将 国立中学分

成中学、师范、职业三部。而且在中学课程中,增加生产及战时知能等科目。同年 1z月 ,颁发《国

立中学增设职业科办法》,国立中学开设职业科。国立中学的设置,打破了民国以来职业培训机

构附设于普通中学的局面,使职业教育趋于
“
独立化

”
、
“
专门化

”
。而在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增

设职业科,又表明职业教育开始注重同其他科 目的融渗贯通,有机结合。
“
独立性

”
兼顾

“
融渗

性
”
,是我国职教历史上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而这种层层推进职业教育体制与过程的情况,也恰

恰表明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倡导和重视。

(二)将职业教育普及到县市

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大后方的资源,充分运用大后方巨大的人力和技术财富,职业教育亟需

伸入农村,以造就更多的有用之材。根据国民政府的部署,当 时由各省教育厅会同建设厅、民政

厅首先派人到各县市调查,详细了解当地主要农工业及日常空活所必需的产品及其供求情况,然

后分类编制统计。依据统计结果,国 民政府在 19ss年 7月 颁布了《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

实施办法》,厘定出这些地区最急需而又最缺的职业,再根据具体的资源情况,“分别急缓,决定学

校的地点及科目
”
。并规定 :“ 以学校和生产机关合作办理为原则。

”[7]科 目一般为农艺、农产制

造、养殖、纺织、木工、应用化学、印刷等项。职教各科均强调实习,规定 :“ 各科课业分配中实习至

少占sO%。
”
"]为

尽量拓展办学的影响与效益,各职业学校还经常在所在县市各乡举行短期讲习

会、讨论会,设置短期职业训练班,“ 就各地情况,进行编织毛袜、手套及其他用品,以 俾抗战
”[9]。

19“ 年 7月 ,国 民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短期职业训练班实施办法》,规定 :私人或团体如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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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所办企业需要某种技术时,可
“
自行举办补习学校或委托学校举办

”[10],并 先后在川、滇、

黔、桂、陕、甘等省指定县份试办。由于实行了上述举措,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一度普及到

城乡基层,其科目的设置又直接切合地方的实际需要和抗战当务之急,故颇受各方欢迎。
(三)扩大职教专业,指定专校培养技术人才

为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同高等院校之间的联系和培养高层次人才,19s9年 1月 ,教育部颁发

《特设各种专修科办法要点》,规定
“
高等学校可特设专修科,教授应用科学

”[11】 。当时指定中央

大学、西北大学等 14校开设职教专修科,设工、农、医、商四大类,含 电讯、汽车、采矿、机械等 12

个专业,计 zO个班。这一时期,因文教机构和工厂、企业麇集后方,需大量建房,加之敌机轰炸造

成大量房屋建筑坍塌,使土木工程量大增,国 民政府教育部乃在 19+0年 指定中央工业专科职业

学校、国立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等 9所基础院校
“
增设中等

机械电机技术科
”[12]。 1941年 1z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 于 日军的狂轰滥炸与封锁使国统区

的铁路、公路损毁严重,运量锐减,川江航运日渐成为大后方交通运输的主干,当时军队运输,军

粮调拨,生产和生活所需物资,都严重依赖水运,因此加快水利建设,推广水利教育又成为当务之

急。教育部指定办土木科有成绩的职业学校
“
设置中等水利科

”[13],依 此开办的水利学校,到

19锣 年共
“5校 zs班”[14]。 19狃 年,为加强海事教育,又专门增设了海事一科,将职校分类改为

农业、工业、商业、海事、医事、家事及其他诸类,职校的门类更加多样化。

虽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增设职业科目在主观上有很强的应战性和被动性,但是客观上毕竟

改变了民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以工商为主,其余科目少且单调的局面,从而在科目的实用性和多

样化的方向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四 )大力推行职业补习教育

为扩大和深化职业教育的范围,最大限度发动民众,“增进都市职工知识技能,服务道德及改

良乡村农业与手工业
”[15]。 19s9年 7月 ,国 民政府教育部饬令各省教育厅推行职业补习教育。

一方面各级职业学校须利用原有设各和人才开办与学校性质相关的补习班。如重庆补习学校开

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一年中举办狃 次,听讲人数 1.9万人 ;中华职业学校渝校还举办过一年制

的会计班,著名红岩革命烈士江竹筠就是这个会计班 1941年度的毕业生[16];贵 阳补习学校亦招

收学校附近的民众,义务授课,并义务为工人补习文化 ;昆 明职业补习学校举行过店员训练班,音

乐、舞蹈进修班等等。另一方面,许多公私营企业、农场负责承办了各类补习班,以提高所属职员

艺徒的专业技术、职业素养和文化知识。具体实施办法由该企业或厂矿的人数决定。凡职工人

数在 sO0人以上,就必须举办补习教育班。zO0人以上的厂矿,可 以联合数厂办班。职工人数不

足⒛0人,就由附近教育机关办理巡回职业补习班,定期分赴各场厂进行培训和教育。

这些职业补习学校的学期通常为 3-6个月,虽然每届招生的数目不多,但招生的频率很快 ,

特别是重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前者一年最多招生 5次 ,后者三个月招

生 1次 ,如果连年不断招下去,累计应达到 3万名以上。加上各类厂矿企业承办的训练班的学员

数,当时国统区职业补习班的总规模和影响是相当可观的。19绣 年董必武同志在延安做报告 ,

谈及后方职教事业时曾说 :“多次举办长期或短期训练班,学员数量不下十万人。
”[17]这 就使成千

上万的厂矿职工及其子女获得了扫盲读书的机会,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职业技能。又因其课程

中抗战宣传和战时训练占很大的份量,所以这种职业教育也具有鲜明的抗战时代特征。
(五 )加强和完善职教奖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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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抗战期间,由 于前线吃紧和敌寇厉行封锁,后方物资、资金极度匮乏,但国民政府在困窘

中仍拨出专项经费,颁布了一些奖励措施来鼓励兴办职业教育。如 19婀 年教育部颁发了《教育

部津贴职业学校专科教员及导士薪给暂行办法》,对职校优 良技术教员、导士提高薪给。再如

1943年颁布了《国立职业学校职业科 目教育员补助办法》,又规定对职业学校、国立中学职业部

校长、各主任技术人员、教职员、学科教员,除工资以外,给予工资数的 zO%-sO%补 助金。这些

措施对于稳定职教师资、调动职校的办学积极性,无疑也是有一定助益的。

国民政府提倡职校的职业科教员之间进行学术研讨。还对一些办理职业学校、训练班、补习

班成绩突出的工、农、商、团体酌予奖励。

在抗战艰难时期,为鼓励优秀青年投考职业学校,国 民政府曾规定
“
职业学校学生公费名额

至少占sO%,农、工、医科职业学生享受公费比例为 sO%,商科为仰 %” [1:]。 这种相对优越的条

件吸引了大批好学而贫寒的青年,一度在后方形成报考实用职校的热潮。

以上各端,无疑有助于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

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有国民政府一度大力提倡这个因素,还得益于大

后方有关人士的鼎力推进与高校内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职教事业艰苦奋斗

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虽处于抗战烽火中,他对推广职业教育的

努力并没有放松。他认为在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职业教育的新使命是
“
矢忠矢孝,即知即行,以

手脑贡献于国家民族的强有力的保卫者
”[19],号 召青年

“
把人与物的力量联合起来,构成整个国

家力量,建立国防
”lzO]。

黄炎培一方面积极宣传他的职教思想和理论,一方面四处奔走,为发展大后方职业教育作了

大量的组织工作。抗战期间,他和职教社同仁们不仅在重庆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

及各种职业指导所、云南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在大后方各地掀起了

一股兴办职业学校的热潮。为了开设这些学校,黄炎培和职教社同仁皆不遗余力,克服了重重困

难。仅以中华职业学校渝校为例。除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四处募捐外,还成立了建夏企业公司,

使用由沪迁渝的一些设备代客加工零部件,以筹措办校基金。该校校长贾佛如为向国民政府申

请一点补助费,“ 往返行政院竟达七十二次之多
”[21]

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肇基者,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同仁积累的办学经验及其抗 日救亡的空

前热忱,无疑给大后方的职教事业注人了新的活力,为大后方职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 )地方教育界人士为振兴地方教育所作的努力

19ss年 ,堪称内地教育
“
干才

”
的郭有守临危受命,出 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为适应抗战形势

的需要,郭有守把对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的调整作为当时四川教育的计划重点。鉴于农业在四川

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培养有志愿且有能力深入农村服务的专门人才,也就显得尤为迫

切。所以,郭有守首先在四川万县、宜宾、遂宁、眉山、巴中等地各增设了一所农业学校,为当地培

训了大量技术人员。为解决流亡到大后方的沦陷区青年和四川城乡学子的升学、就业问题,他还

多方奔走,增设了省立职业中学、省立成都制革职业学校、省立江津陶瓷职业学校、省立内江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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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省立戏剧学校、乐山蚕桑学校、万县高级职业学校等一批职业学校,带动了四川地区职

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影响辐射到整个大后方,对西部地区职教事业的一度繁兴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示范作用。

(三 )西部地方实业家以实业兴职教

抗战时期,工批西部地方实业派人士出于拓展实业、用人孑1急的需要,也纷纷出资出力,以其

实业为后盾,致力于职业教育。较突出者如川省航运大王卢作孚。卢一贯认为 :“ 要救国,必须发

展文化教育事业 ;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又须兴办实业,以实业基础来振兴教育。∵″]正是为了实

现教育和实业的结合,卢作孚一直关注所创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学校化,高度重视公司职工

的教育训练。他斥巨资设置图书馆,组织图书会,并延请社会名流到公司给全体职工上课、演讲 ,

还筹设了水手训练班,以加强职工教育训练,终使民生实业公司不但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

航运企业,而且成为教育和实业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卢作孚又以此为基础,先后在重庆创办了民

众学校、船头学校、力夫学校等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 10多所职业学校。到 1949年底,卢作孚

主持的北碚管理局,属下共有学区 124个,民众学生共 12臼3人 ,历届毕业生夕354人 ,占管理区

所属失学成人总数 6万人中的⑴ %以上[23]。 再如云南富滇新银行董事长缪云台,19硐 年 7月

创办了云南银行专科学校。抗战期间,共招收高中毕业生 sO0人 ,全部实行协作制的教育方法 ,

即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实际学习期限三年,其 中有一年先上训练班,掌握基本

知识,学期毕业后参加银行工作,有一定经验后再回到学校,续学两年专科,毕业后返回银行就

职。按这种规格培养的人才,其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加上娴熟的金融技能,在大后方的银行职员

中殊为突出。

(四 )内迁高校在职业教育的质和量方面贡献卓著

抗战伊始,国 民政府将一批重点高等院校迁往内地,一些国立职业学校如国立中央高级职业

学校,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等也都陆续西迁。当时,中 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东部

明显高于西部,故东部院校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一方面,内迁来的人口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受教育,刺激了包括职业学校在内的西部学校数量的增长 ;另 一方面,流亡

到内地的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人数众多,不乏富有教育经验和学术专长的骨干。由于抗战岁月生

计的艰难,其中有不少人还须在中学和职校教书,才能持家,连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兼职于昆明昆

华中学[24]。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加盟职教,在客观上提高了大后方职业学校的师资层次,自 然

也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院校内迁甚至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也颇有影响。如云南的永宁纳西族,向 以母系氏族

著称,“ 至抗战期间,由 于内地著名大学搬迁云南,使中小学教育,尤其职业技能教育有很大的发

展和提高,到外地升学的人数很多
”[25]。

抗战八年,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以高校内迁为契机,荟萃了教育界的精英翘楚,他们在国民政

府和地方当局的支持援手之下,经过艰苦奋斗,忘我耕耘,终使我国的职教事业在艰难的抗战岁

月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
各地职业教育机关,风起云涌

”[2:],即 为当时盛况。

抗战时期国统区职业教育的概况,如表 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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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s6-1945年 全国职业学校数及学生数、毕业人数统计表

学年度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数
)

校
所

学
( 494 292 256 287 332 344 359 383 424 576

数
)

级
个

班
( 1916 1206 1240 1313 1568 1709 1988 2212 2496 3530

学生人数
(人 )

56822 31592 31897 38977 47503 51557 61009 67009 76010 102030

毕业人数
(人 )

10294 7023 6698 5644 7329 10309 12253 13932 14030 18764

源 :《 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台湾正中书局 1957 年版,12⒛ -12叫 页资料来

由上表可见,职业学校校数及其毕业生数 19sT年 、19ss年 因战事影响,呈减少状态,尤其是

19sT年减少甚多,从 1939年 、1940年起呈逐年增加趋势,至 1945年已超过战前,若考虑到此时

国统区面积远逊于战前这一因素,那么大后方职业学校增加的绝对数量还是很可观的。至于职

业学校的班级和学生数,只有 1937年减少较多,其后大体呈稳定增长态势,至 19辊 年已恢复到

战前水平,到 1945年 ,无论班级数、学生数,还是毕业生数均已大大超过战前水平。

抗战八年也是我国职业教育中等专科学校稳步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请看表 3:

表 3 抗战对职业专科学校发展概况

学年度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学 校 24 27 28 33 46 47 44 55 52

教 员 482 535 585 704 1075 1365 1790 1675 2,260

学 生 3362 3997 5170 5241 7590 9709 11023 13640 13449

毕业生 605 311 356 805 1157 1523 2185 2628 2794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 印行,11“ 页。)

显而易见,抗战期间国统区职业专科学校的校数、教员、学生、毕业生四种数字,均呈稳步递

增态势,到 19狃 年,学校数已比战争初期增长 1倍多,而教员和学生数、毕业生数也都成倍增长。

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由 于抗战的机缘,国统区特别是大后方各省的职业教育确实出现了一个蓬

勃兴旺的发展时期。这一发展对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繁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它对于全

民族抗战的作用和影响,又该如何估价呢?

(一 )各职业学校培养训练了大批抗战急需的技术人员

职业学校有别于其他类型学校的显著特点,是教育的实用性强,造就实用性人才迅速。在抗

战这一特殊背景下,职业教育的作用更为突出。如护士职业学校、农技学校,蚕桑学校、棉织学

校、土木工程学校等等,培养的都是军需民用最紧缺的人才。总计大后方各职业学校先后培养出

数以十万计的各类建设人才,他们作为朝气蓬勃、技有所长的生力军,源 源不断地补充到坚持抗

战的各条战线。

(二 )各职业教育机构吸收大量流亡师生,为稳定大后方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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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由 沦陷区迁人大后方的大中学校多达百余所,还有数以千计的与学校失去联系的

师生,千里辗转,流离后方。他们报国无门,生计维艰,在衣、食、住、行和就业各方面均给国民政

府造成巨大的压力,直接影响到后方的稳定。当此关头,职业学校的迅速扩充,正好为一部分沦

陷区学子提供了求学的机会,也为一部分失业教师解决了生计问题。如 19辊 年,四 川北碚地区

设置职教科目的中等学校共 8所,在校生共 1730人,而外省学生即有 “1人 ;3"名教师中,外

省籍竟占⒓5人 ,为总数的硐 %lz’ ]。 为数不少的流亡师生被安置下来,得以继续求学和工作 ,

也稳定了后方,形成了
“
前方烽烟正浓,后方书声琅琅

”
的动人景象。同时也保证了全国教育发展

的连续性。另外,由 四川省教育厅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的职业指导所积极为流亡师生进行职

业指导(职业社由陆叔昂负责),一经登记即逐个安排,教师到各校任教,学生到各校借读,确实为

流亡师生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当年由江苏流亡人川的教师梁梦苏先生曾回忆说 :“ 我为协助同

乡人寻求工作,常到职业指导所与陆先生(陆叔昂)洽谈,均获具体解决。
”lz:]

(三 )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中等教育内部结构不协调的状况

若干职业学校积极协助军需民用的科研与生产,为开发大后方经济和推动西部地区的建设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战时期,大后方一些理工学院、职业学校纷纷加强与工厂、农场等生产部

门的合作。1939年 5月 ,国 民政府经济、交通、军政三部会同航空委员会制定了理工学院、职业

学校与各种工厂合作的办法条例,以增加军需生产,这一尝试成效颇著。例如在大后方交通运输

建设中,如在湘桂、成昆等铁路干线和滇湎、成广、成渝、成兰、汉渝等公路以及大后方的各种军用

机场的建设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的职业专科学生大量被征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各

种工程的勘测、设计,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苦浩大的工程,为疏通大后方的交通运输,打通国际交

通线出力流汗。一些迁徙到内地的学有所长的应用技术专家也纷纷在职校任职,如省立成都制

革学校校长张铨,同时又是华西大学制革系主任 ;内江实用职业学校校长魏岩寿,亦兼任内江酒

精厂厂长。直到解放初期,蜀 中各生产战线中层科技干部出自职校毕业生者亦不在少数。这些

职教师生对开发建设大西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也要看到,大后方职业教育是在国民政府
“
抗战建国

”
的纲领下发展起来的。国民政府

虽然采取了一些战时办学的应急措施,但
“
实施起来却仍然是老套子

”[29],其 教育宗旨仍以修改

过的
“
三民主义

”
为指导中心,以蒋介石所谓

“
战时须作平时看

”
为教育方针,并规定

“
一切仍以维

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30]。 随着战事的发展,国 民政府也不断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包括实行

“
党

化教育
”
控制学校,强令学校教职员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用 以德国训育制为蓝本的《青年训练大

纲》来规范学生,“使学生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
”

,“ 拥护国民政府,服从长

官
”[31],从而加强对大后方教育的操纵和指挥。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和国统区大后方这一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下,我 国内地的职业教育曾一

度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蒋介石为首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窒碍之下,其发展也不过是昙

花一现。到抗战结束,当蒋介石集团把反共内战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时候,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便无

可挽回地再度黯淡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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